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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抗戰期間國
共兩黨關係研究
的視角與方法問
題
楊奎松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

在中國歷史的敍述中，國人當今最容易

陷入困惑的，大概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了；而

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敍述中，華人自己認識

上歧異度最大的，應該就是抗日戰爭的歷史

了；在抗日戰爭的歷史敍述當中，世人的

看法最為矛盾甚至於對立的，無疑就是戰時

國共關係的歷史了。兩黨領袖被妖魔化，圍

繞著兩黨關係及其歷史作用問題的爭論多

半不出當年兩黨政治攻訏戰的揭醜範圍，止

步於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至今在多數網民

中，包括在部分學者中，仍舊頗為流行。說

抗日戰爭期間國共關係問題的研究，甚至於

整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充斥著黨派政治的

思維邏輯和立場情感，深陷於道德史觀的窠

臼中，應該算不上是誇大其辭的奇談怪論。

按照米德（Rana Mitter）的解讀，當今

抗日戰爭的歷史敍述中所以會充斥著種種

極端對立的矛盾說法，很大程度上正與這場

戰爭有關。因為，正是這場戰爭的爆發迫使

蔣介石國民黨不得不改變對他的對手毛澤

東共產黨的關係。然而，八年後當這場戰爭

結束時，蔣介石所代表的舊秩序和舊勢力反

而被主張另立新中國的毛澤東趕去了臺灣。

在他看來，今天有關抗日戰爭的各種旨在抹

黑或遮蔽對方的歷史敍述，就是這場戰爭

所帶來的政治變動的一種後果。

由黨派鬥爭發酵而成的對立歷史敍述，

只能在黨派政治的對立氛圍自然消解，衝突

雙方逐漸淡化對抗情感，忘卻歷史恩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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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新融合時，才有可能真正得以改變。否

則的話，時人要想改變這樣一種原本就是受

政治對立影響而變得對立起來的歷史敍述，

就是一件很少可能的事情。

當然，「很少可能」不等於完全沒有可

能。去年米德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一書所以會引起海峽兩

岸，包括海外華人學界的重視，一個重要原

因就在於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存

在於華人中間的這類情感和立場的糾葛，比

較客觀地展現了這場戰爭中不同階層中國

人的內心感受和他們心理及其觀念的變化。

米德能做到這一點，和他是一個外國學者，

情感、立場容易超然於外有關。但是，不要

說今天不少華人歷史學者已經入籍他國，未

必都會受兩岸政治歷史對立的情感左右，即

使在兩岸範圍內，當今的歷史學者許多也已

經跳出了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範

疇，開始著眼於具有普世性的社會、文化問

題及其構成社會、文化主體的人的歷史狀態

和存在意義的考察與研究了。在大量基於社

會學和人類學視角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眾

多歷史學者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超越了傳統

的國家、民族、政黨觀念的情況下，很難說

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就一定走不出黨派鬥爭

思維的死胡同。

（二）

摒除黨派政治和黨派鬥爭思維看歷史，

並不必須要依賴社會學、人類學之類的社會

科學研究方法。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原本就

對研究者有秉持客觀性的基本要求。歷史學

者要想秉持研究的客觀性，一個重要關鍵就

要能夠對歷史做「同情之理解」。

何謂「同情之理解」？陳寅恪的說法較

形象。他指出：研究歷史者要想對歷史有

「真瞭解」，「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

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

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萬不可

「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

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

對此需要稍加補充說明的是，今天研究中日

戰爭者，特別是研究國共關係歷史者，未必

缺乏這種「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問題

是，絕大多數研究者往往只把同情投諸於與

自己情感立場觀念一致的一方，而不善於或

不能夠對那些與自己情感立場觀念不同的

一方也「表一種同情」。這種片面之同情，

與陳寅恪所主張的，仍有極大的距離。

歷史中凡涉及雙方或多方的事件，一定

是歷史當事雙方或各方交際、碰撞的各種複

雜關係作用的結果。單方的、片斷的所謂史

實還原，對重建歷史真實不僅起不到多大作

用，有時還會成為扭曲歷史真實的助力。當

今圍繞著戰時國共關係問題的對立敍述，

許多就是這種片面之同情造成的。故就抗日

戰爭史和抗戰期間國共關係史的研究而言，

基於客觀中立立場，對當事各方做「同情之

理解」，就格外重要。換言之，只有不僅對

國民黨抱以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對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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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也抱以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不僅對國

民黨、共產黨抱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對

地方實力派以及各種中間派也抱以同情之

理解的態度；不僅對抗日的中國人抱以同情

之理解的研究態度，對妥協的中國人也抱同

情之理解的研究態度；不僅對中國一方能如

此之研究，對作為侵略一方的日本人也能如

此之研究，對這場戰爭以及戰爭中各種事件

的研究才可能真正逼近歷史真實。

秉持對抗戰各方「同情之理解」的研究

態度，還有一個對歷史研究特別重要的原

因，就是要避免那種「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

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

解釋古人之意志」的後見之明。因為歷史總

是漸進的和變化的，人們的觀念、意識，以

至知識，也註定只能處在一種發展變化的

過程中。並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在不同

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下，人們的價值觀和

道德觀都可能會有所不同。任何一個人、一

個黨、一族群，或是一國家，都只存在於某

種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環境和特定的條件之

中，歷史中人的知識、觀念、行為方式乃至

於資訊獲得的能力，對問題的認識與主張等

等，與後來時代中人相比，必定是有差異

的。同一時代之人，也一樣會因生存環境、

條件及所受薰染不同，或因成長經歷各異等

等，生成不同的群體，包括具有各不同的價

值取向或政治取向。甚至於同一人、同一

群、同一黨，也會經歷由懵懂少知到精學猛

進，再到而立乃至不惑的成長過程，由於知

識程度、環境條件，或地位身份改變，其觀

念主張及政治目標亦不免會發生改變。拿後

來人的知識、觀點或道德標準來批評前人固

不可取，看不到歷史中人成長過程中的改變

和其內在追求的本質與邏輯，一樣不合歷史

研究應有的要求。

（三）

客觀考察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還需要

摒除道德史觀的認識方法。道德自古以來就

是號稱正統的史家們用來詮釋歷史的主要

因素，但是，隨著進化論彌合了科學與歷史

學之間的鴻溝，二十世紀後的歷史學更強調

研究的問題意識，相信必須把歷史中的人

放到流動的時間長河中去考察和理解，主張

從每個人類群體過去的行為、事件、趨勢或

衝突中去查找導致其發生發展的原因。事實

上，道德批判式的歷史研究方法，特別是把

批判的矛頭指向國共兩黨的領袖，絲毫無助

於對歷史的「真瞭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

悖論就是：如果蔣介石或毛澤東真的如幾十

年來許多史書描畫的那樣醜陋、自私、陰險

兇殘的話，那麼大批追隨他們的國民黨或共

產黨的幹部必然都是一些昏庸無能之輩，那

些在兩黨中間選邊站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大

眾也一定是些毫無理想追求的食利之徒。然

而，無論從國民黨方面來看，還是從共產黨

方面來看，這都是不可能的。

道德批判之所以容易流行，很大程度上

是比較容易引起那些對歷史的時間性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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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者的共鳴。比如，在抗日戰爭問題上人

們對蔣介石的指責中最常提到的一個話題，

就是自 0000年九一八事變直到太平洋戰爭

爆發前，蔣在東北問題上的曖昧態度。正

如有學者概括的那樣，「對如何解決東北問

題，蔣介石有一個漫長的搖擺、矛盾、反覆

的過程。」問題是，蔣為何會在東北問題上

長期搖擺、矛盾、反覆，是「陰謀賣國」，

是「腳踩兩隻船」，還是另有原因？要歷史

地回答這樣的問題，不從晚清孫中山革命黨

的民族革命觀念及主張講起，不瞭解民初以

來中華民國建國的曲折過程，是講不清楚

的。

同樣的情況，如果說不講清楚從孫中山

到蔣介石的「滿蒙政策」歷史變化的經過，

就講不清楚蔣介石在東北問題上態度搖擺

的原由，那麼，對於毛澤東飽受譴責的所謂

「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以及

「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

石的國」之類的傳說，同樣也要從中共政策

方針變動經過的時間角度來做考察，並且要

瞭解對照各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中央政府

當年關係的複雜狀況，尤其還要能瞭解共產

黨人的階級鬥爭觀念和理想訴求的本質，才

能辨析其真偽是非；也才有可能弄清毛澤東

在八年抗戰中什麼時候是這樣的主張，什麼

時候變成了那樣的主張，以及為什麼毛的思

想主張會發生這樣和那樣的變化，以及這些

變化內在的主線和邏輯是怎樣的等等。

坦率地說，自從 00世紀末孫中山領導

革命黨向代表著古代中國正統的清王朝宣

戰以來，整整半個世紀中國大陸始終處在

革命與戰爭的動盪時期。在革命黨基於西

方民族國家理念重建中國的過程中，「君權

天授」的正統觀變成了「公權民授」的革命

觀，任何號稱革命的政黨都可以代表民意謀

求政權；傳統中國的版圖也伴隨著各種號稱

代表民意的割據、自治，乃至另立新國的行

動，一再遭到割裂。即使國民黨一度取得了

中央政權，費時十年逐漸統一了中國本部，

卻又被日本的侵略打斷了其立國、建國的進

程。革命當道，造反有理，抗戰期間一旦國

民黨遭受重創，中共再揭革命之旗，也就不

可避免了。

（四）

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政治道德觀念及價

值標準之混亂，實與那個革命建國年代存在

太多的道路選擇有關。

自二十世紀初開啟的現代中國的建國進

程，從一開始就受到西方多種政治思潮的強

烈影響。面對十九世紀末滿清帝國陷入列強

瓜分的嚴重危機，最先開始傳入中國的不是

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反而是自由、民主及

法制觀念。影響到晚清的許多仕官和舉人熱

心於變法維新，謀求引進西方憲政體制，在

中國實行發達如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

0808年康、梁變法維新失敗後，孫中

山等海外革命黨迅速興起，他們所促成的西

方思想傳播則變成了民族主義。而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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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志尼式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

主張，對南歐、東歐民族國家的形成影響巨

大。面對中國當時民族危亡的險惡處境，和

漢族長期受到滿族統治壓迫，久有「反清復

明（國）」之志，因而也就有了以「驅逐韃

虜，恢復中華」為目標的中國式的民族革命

運動。這一運動一經發動，即洶湧澎湃，不

可一世，輕易地引發了辛亥革命，促成了漢

族統治的中華民國的建立。

但是，就在西方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相

繼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同時，00世紀下半期

在歐洲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強烈地

刺激了正在謀求另建新國、再創輝煌的中國

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立志要以社

會主義立國的革命家，0005年同盟會成立

前夕他在比利時第二國際總部發表的關於

中國將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的聲明，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這種全新的國

家發展方向對中國的革命黨人具有多麼大

的吸引力。

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一種實踐、一種運

動，純粹是毗鄰的俄國 0007年十月革命成

功的刺激造成的。0000年前後「五四」運

動明顯地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起

了重要的催化作用，面對歐洲資本主義階級

分化、社會動盪，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殘酷現

實，許多知識青年都在尋找改造社會、改造

中國的最佳途徑。俄國布爾什維克和第三國

際向中國輸出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有效地成就了激進青年知識分子和底層工

農之間的聯絡與結合。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注意到西方三種政治

思潮在中國作用的結果：從嚴復、康有為、

梁啟超等人開始，直至胡適、張君勱等大批

留美、留歐的高級知識分子，形成了中國自

由主義者的政治群體；以孫中山為代表，包

括由眾多華僑和中等知識分子組成的國民

黨，形成了中國激進民族主義的政治群體；

以陳獨秀、毛澤東為代表，主要由青年學生

和中小學教師為主組成的共產黨，形成了中

國以實現社會平均為理想訴求的政治群體。

與此同時，中國還存在著廣大的處於自然經

濟狀態的傳統農村，存在著數量龐大的地主

士紳和農民群體，存在著建立在此基礎上的

強大的傳統社會精英勢力。

不難看出，革命所以會在中國此起彼

伏，現代中國所以遲遲不能實現統一與獨

立，除了列強各國，特別是日本的侵擾外，

受到現代西方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

義影響的各種力量之間，以及它們與中國傳

統的社會統治勢力之間的矛盾衝突之難以

調和，是一個重要關鍵。而越是革命，也就

越要訴諸於武力；而解決這種矛盾衝突的唯

一辦法，自孫中山以來，就非靠槍桿子不

可。問題是，中國的革命黨從來都只能從無

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地逐漸發展成

長。這中間一是非借助於外力不可，一是非

有效統合、動員組織內乃至國內各種力量為

己所用不可。在這方面，最先取得成功的是

國民黨。問題是，國民黨隨後竟又敗給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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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很顯然，曾經一度取得了中央政府地

位，統一了中國本部，得到了自由主義政治

群體和相當部分傳統社會精英勢力擁護的

國民黨，最後會敗給共產黨，和日本的侵略

有關。但是，國民黨內外政策及其社會動員

力之嚴重不足，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研究抗戰期間的國共關係，兩黨內外政策及

其效果，特別是社會政策及其民眾動員效力

的考察，顯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一至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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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利用《蔣中正日記》、《蔣

中正總統文物》等相關檔案資料，

呈現譜主蔣中正一生事蹟。其體

例採綱目體，以一條綱目為一事，

綱對該事作提要，目再對該事作

簡述，並於編年體架構下，兼採

記事本末，使讀者略為明晰事件

之來龍去脈，以為後人編纂完整

年譜或傳記作張本。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000）

出
版
資
訊


